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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资具有外部收益吗？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刘泽云

［摘　要］使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微观明瑟方程中加入代表地

区平均教育水平的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算我国地市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

收益率。主要结论是：第一，在我国城镇地区存在明显的教育外部性，城市劳动者平

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将导致在该城市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提高３５％ －３８％，而城

市劳动者中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者工资提高

３．１％－３．６％。第二，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高于地市级层面。第三，高学历

劳动者获得的教育外部收益率高于低学历劳动者。研究结论证明了政府从纠正外

部性的角度投资教育的正当性，支持省级政府比基层政府承担更大教育责任的政策

取向，同时表明地区平均教育受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高学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

［关键词］教育；人力资本；外部收益率

一、引言

教育收益包括私人收益（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和外部收益（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前
者指受教育者本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后者指外溢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

即教育的外部性（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Ｌｕｃａｓ
（１９８８）对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他将人力资本的作用分为内
部效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和外部效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两个方面。前者指个体的人
力资本能够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和收入；后者指平均人力资本的增加能提高总体

的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体的收入水平，但没有人会在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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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后者，所以称之为外部效应。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认为这种外部性的来源是知识
的分享以及劳动者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而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９９６）认为源于研
究开发的外部性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以来，估算教育私人收益率的文献

可谓汗牛充栋，关于我国的研究也积累了很多文献。但相对来说估算教育外部

收益率的文献却为数不多，针对我国的高质量研究更是屈指可数。Ｌａｎｇｅ和
Ｔｏｐｅｌ（２００６）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的观点来描述这
一状况：“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在估计各种投资的社会价值方面很少取得成功，

不幸的是，教育也不例外。”

研究教育外部收益的经济学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分析某种特定的教

育外部收益，如教育对政治稳定、减少犯罪或促进公民参与的影响（ＭｃＭａｈｏｎ，
２０１０）。第二类是估算教育的总量外部收益（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主要使用
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宏观增长方程估算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用微观明瑟方

程估算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前者减去后者就是教育的外部收益率（Ｂｒｅｔｏｎ，
２０１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个体数据，在微观明瑟方程中加入代表地区（州或
城市）平均教育水平的变量，以这一变量的系数衡量教育的外部收益率。这种

方法始于Ｒａｕｃｈ（１９９３）的研究，近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如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Ａｎ
ｇｒｉｓｔ（２０００）、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０４）以及Ｃｉｃｃｏｎｅ和 Ｐｅｒｉ（２００６）对美国的研究，Ｋｉｒｂｙ和
Ｒｉｌｅｙ（２００８）对英国的研究，Ｄａｌｍａｚｚｏ和Ｂｌａｓｉｏ（２００７）对意大利的研究，Ｂａｕｅｒ和
Ｖｏｒｅｌｌ（２０１０）对德国的研究，Ｍｕｒａｖｙｅｖ（２００８）对俄罗斯的研究。

一些研究基于个体数据，使用估算教育总量外部收益的后一种方法估计了

我国的教育外部收益率。例如Ｌｉｕ（２００７）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ＣＨＩＰ）”数
据，李小瑛等（２０１０）、徐大丰（２０１０）以及Ｆａｎ和Ｍａ（２０１２）使用“中国健康营养
调查（ＣＨＮＳ）”数据，都估算了我国教育的外部收益率或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
率。但这几项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均使用已公开的抽样调查数据，但涉及到

的省或城市的样本数太少，缺乏足够的代表性。特别是李小瑛等（２０１０）以及
Ｆａｎ和Ｍａ（２０１２）估计的是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但其使用的 ＣＨＮＳ数
据只有八个样本省份，让我们不能不对其研究结论存有质疑。

本文使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微观明瑟方程中加入代
表地区平均教育水平的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算我国城镇地区的教育外部收

益率。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第一，使用大样本的全国人口抽

样调查数据，覆盖了所有的省份和地市，分析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第二，分

别在地市和省两个层面进行估计，比较不同地域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第三，

分别使用滞后变量和制度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并得到了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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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

估算教育的外部收益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教育具有正的外部性是政府干预教育的重要理由之一，否则就会出现教育供给

不足。① Ｌａｎｇｅ和Ｔｏｐｅｌ（２００６）的综述性文章也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教育的
外部性是负的。但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除了 Ｌｉｕ（２００７）的研究，其它基于微
观数据估计我国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的文献都缺乏说服力，而Ｌｉｕ（２００７）的研究
则存在样本代表性的问题。本文将利用大样本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弥补

相关研究的不足。毫无疑问，这将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同时，本文分

别估计了省级层面和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可以为不同层级政府承担的

教育责任的大小提供依据。此外，本文还比较了不同学历劳动者从地区教育水

平提高中获得的外部收益率，这将有助于解释不同学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

差距。

二、模型和方法

（一）理论模型

假定劳动者的边际产出（ｑ）是个人人力资本（ｈ）、地区人力资本水平（Ｈ）
及其他生产性投入的函数：

ｑｉｊ＝Ａｈｉｊβ１Ｈｊβ２φ（Ｘｉｊ） （１）
式（１）中，ｉ和ｊ分别代表劳动者和地区，Ａ代表外生的技术因素，０＜β１＜１

且，０≤β２≤１，φ表示除个人人力资本和地区人力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
假定劳动者的工资（Ｗｉｊ）按照其边际产出支付，即 Ｗｉｊ＝ｑｉｊ，则工资收入的

对数为：

ｌｎＷｉｊ＝ｌｎＡ＋β１ｌｎｈｉｊ＋β２ｌｎＨｊ＋ｌｎφ（Ｘｉｊ） （２）

进一步，假定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是其受教育水平（Ｓｉｊ）的函数ｈｉｊ＝ｅ
Ｓｉｊ，

Ｈｊ＝ｅ
Ｓｊ是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Ｓｊ）的函数。② 式（２）可改写为：

ｌｎＷｉｊ＝β０＋β１Ｓｉｊ＋β２Ｓｊ＋ｌｎφ（Ｘｉｊ） （３）
在式（３）中，β０＝ｌｎＡ，β１是教育的私人收益率，β２则衡量了教育的外部收益

①

②

例如弗里德曼（１９８６）认为，政府干预教育的两个理由之一是教育具有相当多的
“邻近影响”，即外部性。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在分析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时，直接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定义为地区平
均受教育年限。本文假设人力资本与受教育水平存在指数函数关系，这样式（３）中的系数
可以方便地解释为教育收益率。



１０２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２０１６年

率。可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受到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平均受

教育水平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

基于式（３），本文在计量分析中使用以下模型：
ｌｎＷｉｊ＝β０＋β１Ｓｉｊ＋β２Ｓｊ＋γＸｉｊ＋θＧｊ＋μｉｊ （４）

其中，下标ｊ表示地区（省或地市），下标ｉ表示个人。ｌｎＷｉｊ为在地区ｊ的个
人ｉ的工资的自然对数。β０为截距项。Ｓｉｊ表示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用个人的受

教育年限衡量。Ｓｉｊ表示地区 ｊ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用两个指标衡量：
其一，该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其二，该地区大学学历（包括大学专

科、本科和研究生）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Ｘｉｊ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平方。Ｇｊ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在不
同产业部门和不同性质单位中就业的劳动者的比例。① 如果分析的是地市层

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则还加入表示地市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ｕｉｊ为随机误
差项。

式（４）是明瑟工资方程的一种变形。β１为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表示在控制
其它变量的情况下，个人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导致的个人工资提高的百分比。

β２则为教育的外部收益率，表示在控制个人受教育年限以及其它变量的情况
下，一个地区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或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提

高一个百分点）导致的个人工资提高的百分比。

（三）工具变量

使用ＯＬＳ方法估计式（４）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影响个人工资的不可观测因
素与个人所在地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关，从而教育外部收益率（即β２）的ＯＬＳ
估计结果不能反映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工资收入的因果效应。解决这一内

生性偏误问题的常用方法是工具变量法（ＩＶ），即找到与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
相关但不直接影响个人工资收入的变量作为ＩＶ。

经济学研究中经常使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本文根据公开出版的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
计司，２００３），得到２０００年各地区（省或地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计算
出各地区６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的比例，以此作为２００５年各地区劳动

①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了 Ｌｉｕ（２００７）的研究。李小瑛等（２０１０）和徐大丰
（２０１０）没有加入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这显然不合适。Ｆａｎ和 Ｍａ（２０１２）使用了地区人均
ＧＤＰ作为控制变量，但地区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对总体生产率的影响将体现在地区人均ＧＤＰ
的变化中，如果控制了人均ＧＤＰ，就无法充分反映地区平均教育水平对个人工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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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①。其基本思想是，一个地区滞后的教育变量与

当前的教育变量是相关的，但不会直接影响当前的个人工资。即２０００年的地
区平均教育水平与 ２００５年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
２００５年的个人工资。

在经济学文献中，法律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常常用来作为工具变量。义

务教育对于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最为重要，而我国

１９８６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和１９９２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有一个
突出的特点，即要求地方根据本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分阶段、有步骤地实

现九年义务教育。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均衡推进的，而是因地方

而异，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地区间居民受教育水平存在差异。Ｌｉｕ（２００７）指
出，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与地区的行政级别有很密切的关系（即行政级别越

高，对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和执行越好，也能越早普及义务教育），并以此构造工

具变量。受到这一研究的启发，本文根据地市的级别构造了一个有序变量，以

此作为地市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这一有序变量的取值为：北

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为２；重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１②，其他地市
为０。该变量与地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与个人的工资收入
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另外，中国高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校的招生指标数根据省份来确

定，但在不同的省份，高校招生指标数与高考考生数的比例并不相同，甚至差异

很大。从而个体和家庭特征相同的两个人如果在不同的省份参加高考，那么他

（她）们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不同的。因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

差异将导致平均受教育水平的省际差异。本文使用了李立峰和刘海峰（２００７）
计算的１９８１－２００２年各省平均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在计算一个省某个年份
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时，首先计算当年该省本专科招生人数占全国本专科招生

人数的比例，然后计算该省高考报名人数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比例，前者除

以后者就得到该省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③ 某省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大于１
表明该省的大学入学机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等于１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①

②

③

使用２０００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更为合适，但根据
公开的人口普查资料无法得到这些数据。

计划单列市包括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重庆虽为直辖市，但与其它三个直

辖市相比教育发展水平较低（以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为例，北京、天津和上海均超
过了９年，而重庆仅为７．２８年），因此将重庆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归为一类。

由于缺乏各省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数据，李立峰和刘海峰（２００７）在计算中实际使
用的变量是高中毕业生数而非高考报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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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于１表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学入学机会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省
高考考生进入大学的可能性越大。显然，一个省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与该省居

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关，但不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工资收入。

综上，本文在估计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时，分别使用三个变量作为

地市平均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即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０年６岁
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地市行政级别。而在估计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

收益率时，分别使用三个变量作为省平均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即２０００年居民
平均受教育年限、２０００年６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大学入学机会
指数。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所有回归分析中，均以地区的个体样本数作为权

重进行加权。

三、样本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中随机抽取的２０％
样本，原始数据涉及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２５８５４８１名个体。对分析样本
的选定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分析仅限于具有非农业户口且现居住地为城

镇的劳动力，不考虑在农村工作的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第二，年龄限制在

１６－６０岁且不在学校就读；第三，雇主或自营劳动者的收入受到非人力资本因
素的影响较大，因此仅考虑并且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在职职工；第四，仅考虑月劳

动收入大于０的样本。第五，西藏自治区情况特殊，而且经筛选后的样本量非
常小（仅有２７０人），因此在分析中也不予考虑。最终用于分析的个体样本数
为２３５１２０人。

但是，在估计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时遇到两个问题。其一，湖北、海

南、新疆三个省区的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共用同一个地市级行政代码，但它们

并不属于同一个地市，因此这些样本没有进入分析样本。其二，有些地市的个

体样本数较少，可能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为此，在估计地市层面的教育外

部收益率时将个体样本数少于１００的地市删去。最终在地市层面的分析中使
用的个体样本数为２３２０５２人，涉及四个直辖市和３１４个地市级行政区域。

在个体层面的变量中，月工资指被调查者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份取得的劳动收
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不包括在内。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分

为三类，“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普通初中和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技

工学校；“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相当于高中程度的技工学校；

“大学”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个体的受教育年限根据其学历推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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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推算规则为：（１）如果未上过学，受教育年限为０年；（２）如果学业完成
情况为毕业或肄业，受教育年限分别为：小学６年，初中９年，高中１２年，大专
１４年，本科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１９年；（３）如果学业完成情况为辍学或其他，
则最高教育程度取半，即小学３年，初中７．５年，高中１０．５年，大专１３年，本科
１４年，研究生及以上１７．５年。工作经验根据个人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计算得
出，计算公式为：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６。

地区层面的变量均根据本文使用的个体样本在地区层面（省或地市）上加

总而得。产业划分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的标准，第一
产业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指采矿业（不含开

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

其他行业。在工作单位性质中，国有部门指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集体部门指集体企业；私营部门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它类型单

位（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

个体变量和地区变量的基本信息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值）

个体变量 地区变量

地市层面

的分析

省层面的

分析

地市层面

的分析

省层面的

分析

月工资 １２７２．２３ １２６７．０３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１２．０１ １２．１４

女性 ０．４２７６ ０．４２７５ 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 ０．３７７２ ０．３８９９

年龄 ３７．００ ３７．０１ 第一产业劳动者比例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０７

初中及以下 ０．２７０８ ０．２７１７ 第二产业劳动者比例 ０．３１２２ ０．３１７４

高中 ０．３４８２ ０．３４８０ 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 ０．６６７４ ０．６６１９

大学 ０．３８１０ ０．３８０３ 国有部门劳动者比例 ０．６８１４ ０．６６８４

受教育年限 １２．１６ １２．１５ 集体部门劳动者比例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５５４

工作经验 １８．８４ １８．８５ 私营部门劳动者比例 ０．２６１５ ０．２７６２

样本数 ２３２０５２ ２３５１２０ 样本数 ３１８ ３０

另外，在估计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时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一是

２０００年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３１８个地市的均值为７．５３年；二是２０００年６
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均值为０．０３３２；三是地市行政级别，取值为２
的是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取值为１的为３２个地市（包括重庆、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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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单列市和２６个省会城市），取值为０的为２８３个地市。在估计省级层面的
教育外部收益率也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一是２０００年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３０个省的均值为７．６７年；二是２０００年６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均
值为０．０３９０；三是１９８１－２００２年平均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均值为１．１１３５。

四、我国城镇地区教育外部收益率的估计结果

（一）地市层面的估计结果

根据式（４）估计我国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的结果见表２。在 ＩＶ估

计中，分别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ＩＶ１表示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ＩＶ２表
示２０００年６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ＩＶ３表示地市行政级别。可以
看出，所有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在ＩＶ估计中，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或大学学历劳动

者比例）的影响都是统计显著的。不可识别检验（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和弱
识别检验（ｗｅａ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的结果表明，模型是可识别的而且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内生性检验（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结果表明可以拒绝劳动者平均受
教育年限或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是外生的假定，即这两个变量是内生变量。

表２　教育外部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地市层面（Ｎ＝２３２０５２）

ＯＬＳ

（１）

ＩＶ

ＩＶ１

（２）

ＩＶ２

（３）

ＩＶ３

（４）

ＯＬＳ

（５）

ＩＶ

ＩＶ１

（６）

ＩＶ２

（７）

ＩＶ３

（８）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

年限
０．２５３４ ０．３４９９ ０．３７４６ ０．３５２２

（０．００６３）（０．００９５）（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１７）

大学 学 历 劳 动 者

比例
１．７１７９ ３．２５０８ ３．５６３８ ３．１５４７

（０．０４５２）（０．０８８１）（０．１１７５）（０．１０５０）

个人受教育年限 ０．１２４６ ０．１２４２ ０．１２４１ ０．１２４２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４０ ０．１２３９ ０．１２４１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

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

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

教育年限
０．３９５１ ０．０４２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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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ＯＬＳ

（１）

ＩＶ

ＩＶ１

（２）

ＩＶ２

（３）

ＩＶ３

（４）

ＯＬＳ

（５）

ＩＶ

ＩＶ１

（６）

ＩＶ２

（７）

ＩＶ３

（８）

２０００年大学学历人

口比例
６．５７９７ ０．６９１６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３４）

地市行政级别 ０．５００６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２）

工具变量估计中的相关检验

不可识别检验 １０１７６１ ６００５６ ６６４１９ ６１４８１ ３４６１０ ４３１８３

弱识别检验 １８１２０７ ８１０１２ ９３０３８ ８３６２６ ４０６７０ ５３０４７

内生性检验 １８６ １３１ １００ ４１４ ２９２ ２３１

　　注：１．模型（１）－（４）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地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模型（５）－

（８）用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衡量地市平均受教育水平。２．所有模型还包括以下解释变量：

个体层面：性别、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地市层面：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者比例、第三产

业就业的劳动者比例、国有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比例、私营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比例；省份虚拟

变量。表中略去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３．括号内为标准误。４．所有系数和统计量均至少在

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５．不可识别检验使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ｓｔＬＭ统计

量，弱识别检验使用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统计量，内生性检验使用Ｃ统计量（也称为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ｎ－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６．在所有回归分析中均以地市的个体样本数作为权重进行

加权。

表２显示，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几乎不变，约为
１２．４％。当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个地市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
时，三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差异不大，在０．３５－０．３８之间。这意味着平均而
言，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将导致在该城市工作的劳动者的工

资提高约３５％－３８％。ＯＬＳ估计值为０．２５３４，小于ＩＶ估计值。
当以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衡量一个地市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时，三个

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同样差异不大，在３．１－３．６之间。意味着平均而言，一个
城市的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在该城市工作的劳动者的

工资提高约３．１％ －３．６％。ＯＬＳ估计值为１．７１７９，大约是 ＩＶ估计值的二分
之一。

在使用微观数据估计我国教育外部收益率的已有研究中，Ｌｉｕ（２００７）使用
的方法与本文最为接近。他使用ＣＨＩＰ１９９５年的数据，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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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衡量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得到教育外部收益率的 ＯＬＳ估计值为６％，ＩＶ估
计值为１１％－１３％。以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衡量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得到
教育外部收益率的ＯＬＳ估计值为１．２７６，ＩＶ估计值为０．９９７－１．５５１。可见，从
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５年，我国的教育外部收益率有了大幅提高。

考虑到直辖市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地域面积大于一般的地市，有可能

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文还使用相同的模型，基于不包括四个直辖市的样本

进行了估计。结果见表３。可以看出，如果使用不含直辖市的样本，教育外部
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几乎没有变化，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３　使用不同地市样本的教育外部收益率

衡量地市平均教育

水平的变量

全体地市（Ｎ＝２３２０５２） 不含直辖市（Ｎ＝１８０１５４）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２５３４０．３４９９０．３７４６０．３５２２ ０．２６２７０．３５５９０．３７５５０．３５４１

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　 １．７１７９３．２５０８３．５６３８３．１５４７ １．７８４６３．３１５２３．５８０８３．１７７１

　　注：所有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省级层面的估计结果

根据式（４）估计我国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的结果见表４。
在ＩＶ估计中，分别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ＩＶ１表示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教

育年限；ＩＶ２表示２０００年６岁以上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例；ＩＶ３表示１９８１－
２００２年平均的大学入学机会指数。同样地，所有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是显
著的。在ＩＶ估计中，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都
是统计显著的。不可识别检验、弱识别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结果同样表明，模

型是可识别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可以拒绝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或

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是外生的假定。

表４显示，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中，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几乎不变，约为
１２．７％。当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个省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时，三个工
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差异不大，在０．４３－０．４６之间。这意味着平均而言，一个省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将导致在该省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提高约４３－
４６％。ＯＬＳ估计值为０．４２９１，略小于ＩＶ的估计值。如果以大学学历劳动者比
例衡量一个省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那么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在５．２－６．１之间。
意味着平均而言，一个省的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在该

省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提高约５．２％ －６．１％。ＯＬＳ估计值为３．７１６８，低于 ＩＶ
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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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２和表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高于地市层

面。也就是说，教育的外部性在较大的地理区域内会更强。对于这一结果，笔

者认为有两个解释。其一，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源于劳动者之间进行的知识和

经验的交流（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因此，地理范围越大，劳动者之间的异质性就越强，

从交流互动中获得收益就越大，外部性就越强。另外，在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

内，市场竞争更激烈，促使个体有更大的激励去学习，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会更频

繁，从而产生更大的外部性。其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舒尔茨认为，教

育的经济价值主要在于能够提高个人“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

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或配置能力（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ｖｅａｂｉｌｉｔｙ），即能够根据外部条件的

变化（如技术变革、制度转型、产业升级、供需变化等）重新配置资源，从而实现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并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教育能够提高个人成功

地处理经济不均衡的能力，这是教育在现代经济中的主要收益之一”（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９７５）。而配置能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半径（赖德胜，２０１１），也就

是说，市场半径越大，经济机会就越多，生产要素的流动就越充分，给配置能力

的发挥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增强地区内劳动者

整体的配置能力，而这种配置能力在更大的地理区域内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实

现，因此教育的外部性在更大的地理区域内会更强。

表４　教育外部收益率的估计结果：省级层面（Ｎ＝２３５１２０）

ＯＬＳ

（１）

ＩＶ

ＩＶ１

（２）

ＩＶ２

（３）

ＩＶ３

（４）

ＯＬＳ

（５）

ＩＶ

ＩＶ１

（６）

ＩＶ２

（７）

ＩＶ３

（８）

劳动者平均受教育

年限
０．４２９１ ０．４３７７ ０．４４５１ ０．４５６５

（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６６）（０．００６２）（０．００６４）

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 ３．７１６８ ６．１３６６ ５．２０３７ ５．２７０９

（０．０５１２）（０．０９３０）（０．０７２７）（０．０７３６）

个人受教育年限 ０．１２７１ ０．１２７０ ０．１２７０ ０．１２６８ ０．１２８０ ０．１２６０ ０．１２６８ ０．１２６７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

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

２０００年居民平均受

教育年限
０．２５７８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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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ＯＬＳ

（１）

ＩＶ

ＩＶ１

（２）

ＩＶ２

（３）

ＩＶ３

（４）

ＯＬＳ

（５）

ＩＶ

ＩＶ１

（６）

ＩＶ２

（７）

ＩＶ３

（８）

２０００年大学学历人

口比例
５．４６６７ ０．４６７６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０）

大学入学机会指数 ０．２２３６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

工具变量估计中的相关检验

不可识别检验 １５４１９５ １７４３９９ １６５９３４ ７２０１９ １１７１４２ １１４２７５

弱识别检验 ４４７９８０ ６７５２６６ ５６３８７８ １０３８１５ ２３３４４４ ２２２３２９

内生性检验 ２４．９８ ２５．９３ ６３．４４ ９８５ ８３６ ８７０

　　注：所有模型还包括以下解释变量：个体层面：性别、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省级层

面：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者比例、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者比例、国有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比例、

私营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比例。表中略去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回归分析中均以省份

的个体样本数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其他注释同表２。

（三）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外部收益率

相关研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获得的教育外部

收益率。Ｌｉｕ（２００７）指出，一个地区劳动者的平均教育水平提高会有两种效应：

其一，地区总体生产率提高，从而各类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都会提高。其

二，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意味着高教育水平劳动者的比例增加而低教育水平劳

动者的比例下降，由于两类劳动者具有不完全替代性，那么高教育水平劳动者

的供给增加会压低其工资水平，而低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供给减少会提高其工资

水平。对于低教育水平劳动者，两种效应都会导致其工资上升。对于高教育水

平者，前一种效应导致其工资上升而后一种效应导致其工资下降，因此教育的

外部收益率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他利用 ＣＨＩＰ１９９５年的调查数据，发现高中

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和高中以下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外部收益率都为正，但前者明

显低于后者。李小瑛等（２０１０）和徐大丰（２０１０）利用 ＣＨＮＳ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的混

合截面数据，也发现教育的外部收益率对于学历较低者较高，对学历较高者较低。

根据式（４），本文分样本估计了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和大学学历者两类人群

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结果见表５。可以看出，无论使用哪一个变量衡量地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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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教育水平，无论是地市层面还是省级层面的分析，无论使用ＯＬＳ估计还是ＩＶ

估计，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外部收益率均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即

教育的外部收益率对于高学历者而言较高。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不同，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Ｌｉｕ（２００７）使用的是１９９５年的数据，李小瑛等（２０１０）和

徐大丰（２０１０）使用的是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不能反映进入二十一

世纪以后我国的教育外部收益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方面，知识经济对

劳动者的技能要求提高，高技能劳动者更能从总体生产率的提高中获益。另一

方面，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技能型劳动的相对需求

增加（宋东林等，２０１０），抵消了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的影响。从而在劳动者

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情况下，高学历劳动者的工资增加得更快。事实上，在

徐大丰（２０１０）利用２００６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中，也发现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教

育外部收益率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而且后者是统计不显著的。

表５　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教育外部收益率

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衡量地区平均教育水平

以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

衡量地区平均教育水平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地市层面

　全体劳动者 ０．２５３４０．３４９９ ０．３７４６０．３５２２ １．７１７９３．２５０８３．５６３８ ３．１５４７

　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 ０．２３１４０．３０２６ ０．３１８３０．３０６４ １．６２０３２．７１１８２．８４２１ ２．６０５３

　大学学历劳动者 ０．２８７００．４９１６ ０．５９７００．５１７２ １．７０８６５．２７３３６．９８３６ ５．４８４２

省级层面

　全体劳动者 ０．４２９１０．４３７７ ０．４４５１０．４５６５ ３．７１６８６．１３６６５．２０３７ ５．２７０９

　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 ０．４１７８０．４０５９ ０．４０７６０．４１９１ ３．５４８５５．８７７１４．７８０８ ４．８１３６

　大学学历劳动者 ０．４７１９０．４７１５ ０．４８９５０．５０８３ ４．１０６９６．５５４７５．７７１９ ５．９６４２

　　注：所有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基于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０４）方法的估计结果
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０４）在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城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

时，认为人口普查数据的个体样本量很大，应该使用两阶段的估计策略。笔者

认为这一策略在理论上不甚严谨，也缺乏直观性，但为了检验前述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本文使用这一策略估计了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① 具体过

① 如果使用这种策略估计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则在第二阶段只有３０个省份
样本，估计缺乏精确度，故而只用这种策略进行地市层面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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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

第一阶段使用个体数据，估计经过回归调整的地市平均工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ｅａｎｗａｇｅ）：

ｌｎＷｉｊ＝φｊ＋αＳｉｊ＋βＸｉｊ＋εｉｊ （５）

在式（５）中，ｌｎＷｉｊ、Ｓｉｊ、Ｘｉｊ的含义同式（４），εｉｊ为随机误差项。φｊ是表示个体

所在城市的虚拟变量，可解释为经过回归调整的地市平均工资。

第二阶段使用地市层面的数据，以第一阶段的估计值φ＾ｊ为因变量，对地市

层面的变量进行回归：

φ＾ｊ＝π＋γＳｊ＋θＧｊ＋ρＰｊ＋νｊ （６）

在式（６）中，π为截距项，ｖｊ为随机误差项，Ｓｊ、Ｇｊ的含义同式（４），Ｐｊ为表

示地市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γ即为教育的外部收益率。在两个阶段的回归

估计中，均以地市的个体样本数作为权重进行加权。

表６　地市层面教育外部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基于Ｍｏｒｅｔｔｉ（２００４）的方法）

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地市平均教育水平（Ｎ＝３１８）

以大学学历劳动者比例衡量

地市平均教育水平（Ｎ＝３１８）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ＯＬＳ ＩＶ１ ＩＶ２ ＩＶ３

全体劳动者 ０．２２７５０．２８７９ ０．２９８３０．２６６９ １．５７５１２．６８７０２．５５９８ ２．２１７５

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 ０．２０３３０．２５０９ ０．２５９８０．２３０１ １．４０８１２．３００５２．２０９５ １．８８９０

大学学历劳动者 ０．３０６９０．３８２３ ０．４０１５０．３５７６ ２．０１４４３．７０４７３．５１１２ ３．０３７４

　　注：所有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基于式（５）和式（６）得到的地市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的估计结果见表６。

与表（５）的结果相比，两阶段估计策略的教育外部收益率要小一些，但仍然是

统计显著的，而且同样发现大学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外部收益率更高。

五、结语

本文使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微观明瑟方程中加入代

表地区平均教育水平的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算我国地市层面和省级层面的

教育外部收益率。主要结论是：第一，在我国城镇地区存在明显的教育外部性，

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将导致在

该城市工作的劳动者工资提高３５％ －３８％，而城市劳动者中大学学历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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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者工资提高３．１％ －３．６％。第二，省级层

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高于地市级层面。第三，高学历劳动者获得的教育外部收

益率高于低学历劳动者。

本文发现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收益，表明了政府投资教育的合理性。特别是

高等教育劳动者比例的增长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表明了政府投资高

等教育的正当性。当然，本文考虑的仅仅是教育的外部性中的货币性收益，而

事实上教育的外部性中还包括非货币性的收益，如推进民主、减少犯罪、提高居

民整体健康水平，等等。考虑到这些非货币性的外部收益，政府应该在教育投

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省级层面的教育外部收益率大于地市级层面，说

明从纠正教育外部性的角度看，省级政府应该比地市政府承担更大的教育责

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扭转基础教育过于依赖基层政

府的状况，强调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的责任，本文的

研究结论支持了这一政策取向。本文还发现教育的外部收益率对于高学历劳

动者更高，意味着在知识经济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背景下，高技能劳动者

更有能力享受到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外溢性，从而教育扩张将拉大高

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已有的一些研究发现，自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持续上升（邓峰和丁小浩，

２０１３），而且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也在持续上升（刘泽云，２０１５）。本文的发现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研究的结论。

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获得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否则会使得研究更具有现

实意义，而且将２００５年与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结合起来构成混合截面数据，将得到

更为准确的估计。希望在将来有机会获取相关数据以改进现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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